              谈韩兵监造者“司寇”的出现时间
                                  有虞同
根据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兵器资料，黄茂琳先生推断，战国晚期韩国兵器铭文中在“令”之后增加“司寇”这一级监造者的时间，当不晚于韩桓惠王九年（公元前264年）。
这个意见得到了检验并在战国晚期韩国兵器的断代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相继公布的新资料表明，监造者“司寇”出现的时间还可以提前。本文将首先考察韩国兵器的断代，然后讨论讨论韩兵监造者“司寇”的出现时间这一问题。

韩国都城、地方城邑的工官系统以及主掌收藏的冢子系统都可以铸造兵器，
由于冢子监造者的兵器铭文中一直未见有“司寇”，故下文对此不作讨论。

除了韩昭侯时器“二十四年申阴令戈”（《集成》[1]第11356号，前339年）
具有穿在阑上的显著特点，其余战国中晚期韩国铜戈的形制变化不大，只有通过铸造地的归属变迁、辞例变化等因素加以推断。
目前年代相对明确的纪年韩兵有韩宣惠王时的“七年卢氏令戈”（前326年）、
“八年新城大令戈”（《集成》11354，前325年），
而“十一年皋落大令戈”（《新收》[2]第365号）方内不开刃，形制较古，辞例上又与“八年新城大令戈”一样不记工师所属的库，
二者应属同时；“宜阳”在公元前308年（时当韩襄王四年）为秦所攻占，此后即不见属韩的记载，因此几件低纪年数的宜阳戈（《集成》11316、《新收》368、1919等）的年代应不晚于韩襄王四年。

目前可以通过韩兵铭文辞例上的某些特点来推断其铸造年代。比如注①黄文指出，从桓惠王三十一年开始，新郑铸造的兵器铭文中以“冶尹”取代了“冶”（引按，“冶尹”不见于地方铸造的兵器铭文）；苏辉先生提出，“从桓惠王卅三年开始在冶工名字后赘‘造’字，直到韩王安八年的郑令戈均是如此，此前却鲜见‘造’字，说明韩器铭文末赘‘造’字是较晚的特征”（注③苏文第116页）。这个意见对于由郑令、司寇监造的兵器来说是很合适的。不过，现有资料表明，桓惠王时地方铸造的兵器铭文末尾出现“造”字的时间要比都城新郑的早。
韩国地方城邑所铸赘有“造”字的兵器有“王三年马雍令戈”（《集成》11375）、“二十二年屯留令戟”（《珍秦》[3]第244页）、“二十三年襄城令矛”（《集成》11565）、“七年宅阳令矛”（《集成》11546）、“十二年少曲
令戈”（《集成》11355）、“六年襄城令戈”（《新收》1900）、“四年囗雍令矛”（《集成》11564）、“六年安阳令矛”（《集成》11562）、“二年梁令矛”（《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等。前四件为桓惠王时兵器，其中又以“王三年马雍令戈”的时间为最早；后四件低纪年数的兵器为韩王安时兵器（详下）。而“少曲令戈”铭文中无监造者“司寇”，按照注①黄文的意见应早于桓惠王时，考虑到桓惠王世之前的多数兵器铭文末尾无“造”字，因此“十二年少曲令戈”铸造于韩釐王时（前284年）器的可能性最大。如果这个意见可信的话，那么由此可以推测，铭文中无“司寇”、末尾无“造”字的地方铸造兵器不会晚至韩釐王十二年（前284年），《集成》11351“十六年喜令戈”也就最有可能是韩襄王时（前296年）兵器。
新公布的“二十六年宅阳右库·七年宅阳令矛”铭文表明，不带“司寇”但末尾赘“造”字的《集成》11546“七年宅阳令矛”也是桓惠王时兵器（纪年数字一样，令、工师的名字也相同），
这反过来说明上引带有“司寇”、尾赘“造”字的“六年襄城令戈”、“四年囗雍令矛”、“六年安阳令矛”、“二年梁令矛”等应为韩王安时兵器（这与苏辉先生对前三件器的断代意见是一致的，见注③苏文第123页“韩国纪年兵器总表”）。
目前已经公布的铭文带有“司寇”的韩国纪年兵器约有32件。其中，《集成》收录了24件，《新收》收录了4件，《珍秦》、《古文字研究》分别公布了2件。这些兵器大部分是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由“郑令”监造的兵器，计21件，由韩国地方城邑铸造的兵器有11件（以下分别称为“新郑组”、“地方组”）。经研究，“新郑组”纪年兵器属于韩桓惠王、韩王安时期，出现“司寇”的时间不早于桓惠王九年。
不过“新郑组”的兵器铭文只能说明在都城新郑以“司寇”监造兵器的时间不得早于桓惠王九年，而前引《集成》11546“七年宅阳令矛”说明“地方组”兵器铭文中“司寇”的出现大概不早于桓惠王七年。
目前所见“地方组”带有“司寇”铭文的纪年兵器共涉及9个铸造城邑。按照铸造地的地理方位，这些兵器可大致分成三个小组（前面已引用的兵器不再标明出处）：
1 铸造地位于韩国上党郡（黄河以北今山西省境）境内的有“十七年彘令戈”、“二十二年屯留令戟”等；
2 铸造地位于韩国南境（黄河以南）的有“二十三年襄城令矛”、“六年襄城令戈”、“八年阳翟令矛”（《新收》583）、“十年汝
阳令戈”（《新收》1090）、“八年阳城令戈”（《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二年梁令矛”等；
3 地望待考的有“四年囗雍令矛”、“六年安阳令矛”、“二十七年安阳令戈”（《新收》1493）。
 彘地在今山西省霍县，屯留在今山西省屯留县南。据《史记·秦本纪》、《韩世家》，上党郡在降赵之后又一度为韩国收复。十七年彘令戈、二十二年屯留令戟适可印证史籍记载的韩国收复上党地区的内容，
因此必属韩桓惠王时兵器。
襄城在今河南省襄城县，带有“司寇”的二十三年襄城令矛只能是桓惠王时器，而六年襄城令戈、二年梁令矛均为韩王安时器（详上）。如果把这三件高纪年数的兵器排进韩襄王世，就会与不带“司寇”的“王三年马雍令戈”等桓惠王早期兵器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十年汝阳令戈”因纪年数超过韩王安在位的九年，故只能是桓惠王时器，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63年。
从此时韩国的疆域范围来看，汝阳应在韩境内的汝水上游某处。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市东南。据《韩世家》桓惠王“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此后阳城即无属韩的记载。因此，带有“司寇”的“八年阳城令戈”的铸造年代就在桓惠王八年。

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市，是韩都新郑的重要门户。从前引“八年阳城令戈”的格式来看，八年阳翟令矛也可定为桓惠王时器（从韩王安八年献南阳、九年灭国来看，它是王安时兵器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带有“司寇”的韩兵都属于桓惠王、韩王安时期，而“新郑组”、“地方组”增加“司寇”为监造者的时间似乎不完全一致：阳城、阳翟在桓惠王八年时即以司寇为监造者，这比黄盛璋先生所定的新郑增加“司寇”为监造者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年。我们推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暂时还没有发现桓惠王七年或八年由郑令、司寇监造的兵器。
最后，可将时代明确的、辞例有特点的部分韩国兵器列表于下（录自《集成》者径给出编号）：

	王 世
	器 物
	      辞例特点
	著录、年代
	     备 注

	韩昭侯
	二十四年申阴令戈
	“×年×令××库工师×冶×”
	11356
前339年
	阑加宽、三穿均在阑上

	宣惠王
	七年卢氏令戈
	“×年×令×库（？）工师×冶×”
	《四川考古报告集》

前326年
	前329—308年卢氏入秦

	
	八年新城大令戈
	“×年×令×工师×冶×”
	   11345

前325年
	前316—300年新城属楚、前294年之后属秦

	
	十一年皋落令戈
	“×年×令×工师×冶×”
	《新收》365

前322年
	不著工师所属库名

	韩襄王
	四年令宜阳戈
	“×年×令×工师×冶×”
	   11316

前308年
	前308年宜阳入秦

	
	十六年喜令戈
	“×年×令××库工师×冶×”
	   11351

前296年
	 无“造”字

	韩釐王
	十二年少曲令戈
	“×年×令××库工师×冶×造”
	   11355

前284年
	末尾赘“造”字、无“司寇”

	桓惠王
	王三年马雍令戈
	“王×年×令××库工师×冶×造”
	   11375

  前270年
	   同上

	
	七年宅阳令矛
	“×年×令××库工师×冶×造”
	   11546

  前266年
	   同上

	
	八年阳城令戈
	“×年×令×司寇××库工师×冶×缮”
	《古研》26辑

  前265年
	地方始以“司寇”为监造者

	
	八年阳翟令矛
	“×年×令×司寇××库工师×冶×造端戟朿”
	《新收》583

前265年
	  同上

	
	九年郑令矛
	“×年×令×司寇××库工师×冶×”
	   11551

  前264年
	新郑始以“司寇”为监造者

	
	三十三年郑令剑
	“×年×令×司寇××库工师×冶尹×造”
	   11693

  前240年
	 以“冶尹”取代“冶”


由于部分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兵器铭文尚未公布，因此本文提出的推论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加以补充、修订。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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